
中韩佛教之渊源关系

第一节　　　　中国佛教东渐前之发展形势

有

印度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间，公元前后经西域大月

氏使传经给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后又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

年，

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白马负经至洛阳建寺，译经传法。此后，

继踵东来的西域僧人即不绝于途，法事渐起。但终汉一代，佛教

不过是充作方伎鬼神之一种，仅在宫廷用来祭祀。历三国而至西

晋，佛教势力始深入民间，朝野同奉，法雨渐被南北。公元

西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分裂时期。在

长江以南，首先由司马氏宗室重立政权，国号东晋，相继者先后

为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在北方，边疆诸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大约在头一个世纪里，首先是十六国混战。此间，苻氏前秦政权

章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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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北方实现过短暂的统一。拓拔魏崛起后，再次实现北方的

统一。这个一统天下延续约一个世纪，然后又分裂为东西二魏，继

而又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在这样一个大分裂、大动荡和变化无

常的时代里，自汉代开始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学说，尽管仍然为

汉族统治阶级、也为一些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加以利用，但同时也

在日益暴露出它的“补天”无能而逐渐失去其权威的绝对性。与

此相反，外来的佛教却吸收了传统思想的相关部分，进一步扩大

了它的内涵，在社会人心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领地”。进一步深

究起来，造成上述变化态势的具体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

在这一长时间的大分裂、大改组、大动荡、大混战的时代里，主

要矛盾点不只是一个，而是多个，其中尤其突出者是既有尖锐的

阶级矛盾，又有尖锐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中又包含着汉族与各

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相

互转化，从而造成了战乱的普遍性、多发性、残酷性。战争中的

杀戮，战争中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对物质财富的大量耗费与掠夺，

无一不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使整个社会变成了一

座庞大的人间地狱。社会最低层的人民群众饱受战争的煎熬，命

如悬丝，求告无门。这一切迫使他们极力去寻找一种能有效地从

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至少是找到一种能使他们获得心理平衡

的精神依托。佛教对天国的设计与描绘，生死轮回构想中的善恶

报应学说，以及佛教哲学中那套唯心但又极富逻辑性严密性的思

维演绎，都似能使他们那一只漂泊无定的生命之舟找到一片平静

的港湾。到达这一理想之地的路途虽然曲折、遥远，但却并非没

有通道。这样，佛教便在这一巨大的多灾多难的国土上开辟出了

一个求得发展的肥沃园地。其次，分裂时期的大混战也把各民族

的统治阶级堆向一个胜败无常、前途难料的窘境：门前有敌国的

严重挑战，后院有人民的强烈反抗，统治集团内部又同时充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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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者又有

阴谋和倾轧。他们虽然身居高位，拥兵簇将，表面上似乎不可一

世，但方寸之内却难免不担心战场上的逆转和后院里的火起，从

而充满着一朝身败名裂便遭丧权失国之灾的恐惧。所以，从某种

意义上说，统治者比被统治者更迫切地需要一种平息内心波澜的

定风术。由于儒家维护君道的封建伦理、纲常名教在残酷的现实

面前被打得粉碎，于是统治阶级便同时求助于佛教，以便获得对

人民对臣下的新的控制术和对于自我的护身符。出于同一的背景，

《老》、《庄》、《周易》所宣扬的无为哲学、神秘主义思想重新抬头

行世，并且一时成为热门，这也为佛教在高层统治阶级中找到市

场创造了条件。佛教既在民众中找到了深厚的土壤，又在统治阶

级那里获得倾心和维护，终于在发展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再次，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来说，那份特殊的“民族感情”无疑

也是佛教加速传播的催发剂。佛教传入中国，从一开始便被传统

思想的卫道士们视为“外来”的夷狄文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

但是，对于从“三北”入主中夏的边疆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情

形正好相反，他们同样被视为夷狄，因此对佛教深怀“同源”之

感。曾经有人以佛教乃来自西域的异端邪说劝后赵石虎不要信奉，

而他听后反而说：“佛是戎神，正所应奉。”这是一个非常突出而

典型的例子。正是这样一种“民族感情”，不仅石勒、石虎父子对

来自西域的高僧佛图澄大表欢迎，并且言听计从，以至于百姓皆

因佛图澄，营造寺庙，削发出家。信佛崇佛一时成为盛事。前秦

的苻坚、后秦之姚兴，以及元魏的拓跋氏、北周宇文氏等的国君

臣民也无一例外地以入道慕法引为幸事。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当

时战乱连年，社会动荡不定，而西域僧人东来传法者仍旧不绝于

人，此后至隋统一中国，继途。截止西晋以前，东来高僧已达

余人，他们是佛图澄（龟兹）、僧伽跋澄（罽宾）、昙

摩难提（月氏）、僧伽提婆（罽宾）、僧伽罗叉（罽宾）、昙摩耶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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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也曾一度来华，

（罽宾）、鸠摩罗什（龟兹）、弗若多罗（罽宾）、昙摩流支（无

考）、卑摩罗叉（罽宾）、佛陀耶舍（罽宾）、佛驮跋陀罗（天竺）、

昙无谶（中天竺）、支道根（月氏）、支施仑（月氏）、昙谛（康

罽宾 ）、僧居）、佛陀什（罽宾）、浮陀跋摩（月氏）、求那跋摩

伽跋摩（天竺）、昙摩密多（罽宾）、僵良耶舍（无考）、求那跋陀

罗（中天竺）、求那毗地（中天竺）、僧伽婆罗（扶南）、曼陀罗

（扶南）、菩提流支（北天竺）、真谛（拘那罗陀，西天竺）、师贤

罽宾）、月婆首那（月氏）等，那连提黎耶舍（北天竺乌场）、阇

那崛多（犍陀罗）和达摩笈多（南天竺罗

人。如果将东来时间分为三期，则这

北周灭法时，他们曾北至大漠，隋统一后复入中原。所以，这时

的东来西域僧人实际上是

人的

一时期来华僧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从总数上看，此期来华僧人

。这个统计说明，西域僧人的东占三期总入华僧

来，对推动此一时期佛教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部，

纵观全局，这一时期中国佛教的特点，一是佛典翻译继西晋

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总共译出

卷；南北朝时期总共译出 卷，其中包括大、小乘，密、部，

律等方面的经典。二是自东晋开始，南北两地都形成了弘法中心。

南方以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为主，此外有建康和广州；北方以

道安、鸠摩罗什先后活动的长安为主，此外有高齐之邺城和北魏

之洛阳。南方佛教由于受道学玄风的影响，呈现出注重义学的倾

向，信徒主要是知识阶层中人。到南朝时开始形成《毗昙》、《成

实》、诸律、三论、《涅槃》、《摄论》等诸多学系。这些学系自南

向北传播，影响着北方佛教的发展。《华严经》的研习也很盛。众

多学系的出现，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北方佛教则

注重实践修持，禅观特别受到重视，明显地体现出它的“群众

性”，空谈理论的义学处于相对的次要地位。小乘中的《毗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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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齐代寺院增至所，僧尼

人继

，沙门慧常、

《成实》研究较盛，大乘中的《涅槃》、《华严》、《地论》也受到兼

顾。隋初，摄论学说开始由江南传入长安。三是以探询经典疑义

为主旨的西行求法运动的兴起，东晋咸和三年（

次共

进行、慧辩经凉州至天竺，这是继曹魏朱士行、西晋竺法护之后

的第三次西行求法，此后至分裂时期结束，又有

踵西游，这些人在西域拜名师，求善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四是作为反映佛教大发展的僧、寺数目的剧增，试

举几个数字即可知其大概：姚秦时，仅京师长安即有僧尼数以万

计；南朝时，刘宋有寺院

所，僧尼 所，僧尼 人；

陈代有寺 人。在北朝，北魏末年，天下存寺

人；梁代时，寺院

所，僧尼

余万人。北齐所），僧尼

所，僧尼约

余所（仅都城洛阳即有寺

邺都仅大寺即有 人。全境有寺 万余所，

僧尼 余万人，作为西魏和北周的都城长安及其全境，寺、僧

数目此时虽有增加，但比不上南朝和北齐，其原因与魏太武帝和

北周武帝二次灭法，大量毁寺去僧分不开。

总而观之，在这一时期里，中国佛教的典籍，包括译典和撰

述都有了丰富的积累，从教理到仪轨都日趋完备，并且在同中国

传统的儒道思想接触、斗争、交流中，趋于合流，越来越显示出

中国的特色。所有这一切，都为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向

外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中国此一分裂时期相对应，朝鲜半岛上也存在着一个三国

鼎立的局面。三国中的高句丽，这时已经完全封建化，在社会发

展阶段上走在三国的前列，百济次之，新罗相对地处于这个进程

中的最低阶段，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少“世质民顽”的原始部族特

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种差异，既决定了其在文化上的不同

层次，也直接地影响到他们对于佛教的接受态度。历史事实证明，

第 5 页



第二节　　　　顺道开高句丽佛教之先河

三国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较为先进的文化的影响，

它们在发展进程上的差异性，与其同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

的联系的密切程度相关。高句丽从一诞生便与中国历代王朝为邻，

有着共同的边界，与中国历代王朝矛盾斗争最大最多，而在和平

时期与中国的交往也最方便、最密切，接受中国先进文化影响也

越多、越大。百济，特别是新罗，由于处在朝鲜半岛南部，在与

中国的交往中，既受到大海沧波的阻隔，又受到高句丽的制约，得

益于中国文化影响的程度自然不能与高句丽同日而语。交往上存

在着的这种难度，也反映到了接受中国佛教的时间先后这样一个

问题上。但是，由于从整体上说，三国都是中国的近邻，都和中

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都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心态，接受中国佛教

虽有时间上的先后，但却都是必然的事情。

根据至今尚可查考的中、韩历史文献资料判断，高句丽是朝

鲜半岛三国中最早接受中国佛教的国家。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问

题。但始传于何时，则自古及今都颇有异说，尚待进一步的辨证

弄清。

中国南朝梁代僧人慧皎所撰《高僧传》，有两处记载涉及到高

句丽佛教肇始的问题。

其一是《竺潜传》所载，文云：

〔支〕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竺潜），中州

刘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

外具瞻，弘道之匠也。

其二是《昙始传》所载，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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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即“太元

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大元

以归戒。盖高句丽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隆。

韩国历史文献固然不缺上述中国文献的有关记载，但却持说

迥异。其中的《三国史记》载为：

高句丽第十七代国王小兽林王即位二年夏六月，“秦王苻

坚遗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

“四年，僧阿道来。”

，

“五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

始。

《海东高僧传》、《三国遗事》均有与《三国史记》相同的记载。

不同者在于，《海东高僧传》提出了“或说顺道从东晋来，始传佛

法，则秦晋莫辩”、“后四年，神僧阿道至自魏”、以及“肖门”为

“省门”之误，省门寺即兴国寺，伊弗兰寺即兴福寺等问题。而

《三国遗事》则对顺道来自晋之说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高句丽

当时建都于安市城，位置在鸭绿水之北，所建之肖门寺、伊弗兰

寺亦当在此城之内，因而《海东高僧传》引古记谓上述二寺即松

京之兴国寺与兴福寺也是错误的。

综合上述各说，我们可以理出以下关于高句丽佛教肇始的线

索：

首先，竺潜族出瑯琊，生于西晋太康七年（

晋宁康二年（ 。年 岁

年），卒于东

即剃落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

即能讲《法华》、《大品》等经，门徒有五百之多。身经两朝，皆

为皇室、重臣、文士所重，后幽居于剡山之仰山，“率合同游，论

道说义”。此间，即与支遁过从甚密。支遁号道林，族出陈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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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河东林虑人。生于晋愍帝建兴二年（

）之间。支遁

岁出

，卒于太和元年（

年）。家世崇佛，幼年流寓江南，先住建康，与名士知交。

家，在吴地建支山寺，还住过会稽灵嘉寺，晚年投迹剡山（浙江

嵊县），於沃州小岭立寺行道，门徒常百人。竺潜传中曾记这样一

件事：支遁曾遣使至竺潜处，求买仰山之侧的沃州小岭，欲为幽

栖之所。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灵山而隐？”在此后不久，

即有寄书“高丽道人”之事。按支遁买山幽栖一事出在晚年，晋

哀帝即位（

至甘露四年（

之前不久，约当四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也就是前秦苻坚永兴元年（

是东晋的名僧，出家前已经深入研究过《道行般若》等佛教经典，

出家以后又常讲诵《般若》，主“色即是空”学说，是杂揉老释为

一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游心禅苑”，主唱“顿悟”法门。这里

所说的这位“高丽道人”，无疑在支遁致书前已经皈依佛门，并且

深谙中国僧事，与支遁有过非同一般的交往，深受支遁、竺潜的

影响，是一位对佛教义理造诣甚深的僧人。问题在于，这位高丽

知。从后赵（

僧人是在本国接受佛法的呢，还是旅居中国入道的，我们无从得

）石勒、石虎父子尊奉佛图澄，举国崇佛

以及辖境北至辽地这一点而论，赵国佛教波及于高句丽之辽东，这

应是情理中事，在本土接受者有之，入赵求法者有之，但事在端

倪，只是史籍缺载罢了。高句丽第十五王美川王二十一年（

曾遣使至后赵，致石勒以楛矢，表示臣服。这件事也似乎佐证了

高句丽接受后赵佛教的可能性。不过，这时的高句丽佛教传播地

区还只局限于接近中国一方的边境地带，信徒也不会太多。

其次，公元 年，前秦苻坚灭前燕，拓地至今辽宁西部地

区，高句丽也乘前燕初亡、前秦势力对此鞭长莫及之机，与前秦

争夺原属前燕的辽东、玄菟等郡，一面又为抵御北方拓拔鲜卑的

侵扰，与前秦交好。在这种形势下，始有公元 年前秦遣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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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苻秦末年的事情，离顺道传教晚了

遣使至晋贡方物，但只是一般

浮屠顺道赍经文、佛像至高句丽之举。高句丽一是出于交好前秦，

巩固国防的政治需要，二是受到后赵之影响，已经有了崇信佛教

的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对此事表示出高度重视的态

度，正式创立寺院，建立弘扬佛教的根据地。如果说，“高丽道

人”可以被看作高句丽民间信仰佛教（或者说佛教在民间流传）之

始，那么，顺道、阿道的到来并为之创寺，就应被认为是高句丽

国家接受佛教的开始。从这角度看，《三国遗事》关于“顺道肇

丽”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这再次，昙始赍经律典籍至辽东宣化是在太元之末

年，所谓此是“高句丽

闻道之始”说自然是不确的，但昙始赍经律典籍至辽东宣化在高

句丽佛教史上却仍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就在于高句丽不仅于此

时接受了佛法，而且第一次有了较多的佛教经、律典籍。

海东高僧传》

此外，关于顺道与阿道二僧的国籍问题，韩国史籍也记载不

一。《三国史记》以顺道为前秦僧，阿道则不明国藉，但从记载的

连续性看，实际上也是把他当作前秦人来对待的。

、十三年（

则以顺道为“秦晋莫辨”，阿道来自魏。《三国遗事》以顺道、阿

道都来自前秦。联系小兽林王当政的前后形势看，顺道是否来自

于晋的问题并不难解决。诚然，小兽林王之前的故国原王一代，曾

先后于六年

，王母、王妃皆为燕军追获，

性的礼节往来，并无更深的关系。由于当时前燕正屡次兴兵入侵，

以至于攻陷首都丸都城，王单骑走脱

，前秦王猛伐平前燕，故国原王立即通好于前秦，燕

并挖其父坟载尸以归，所以，自十四年以后，再无与晋通使之事。

四十年（

太傅慕容评曾逃奔高句丽，王执而送之于秦。整个小兽林王一代

也都没有与晋通好的记载，反而是多次朝贡于秦，除接受佛教之

外，又开始立大学教育子弟；在小兽林王之后的故国壤王、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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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绍百济佛教之端绪第三节　　　　摩罗难

年为前秦所灭，至公元

土王两代，也都没有与东晋通过使节。这些事实说明，顺道来自

于东晋之说是绝无可能的。出于同一原因，阿道也不是来自东晋，

至于来自魏之说，也同样难于成立。因为曹魏早已灭亡，鲜卑拓

拔氏政权尚远在漠南，而且在公元

年始复国称魏。这样，阿道来自魏之说便实在无从说起，来自于

前秦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关于这件事，韩国的主要历史文献

继高句丽之后，百济也开始接受中国佛教，具体时间是第十

五王枕流王即位元年（

都有记述。

百济本纪》载：《三国史记

枕流王即位元年，“秋七月，遣使入晋朝贡。九月，胡僧

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二年，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

《三国遗事》在“难陀辟济”条记云：

第十五枕流王即位甲申（东晋孝武帝大元九年），胡僧摩

罗难陀至自晋，迎至宫中礼敬。明年乙酉，创佛寺于新都汉

山州，度僧十人。此百济佛法之始。又阿辛王即位（元年），

（东晋）大元十七年二月，下教崇信佛法求福。

摩罗难陀传法一事，以《海东高僧传》记载最详，其文为：

释摩罗难陀，胡僧也。神异感通，莫测阶位。约志游方，

不滞一隅。按古记本从竺乾入于中国，附材传身，徵烟召侣。

乘危驾险，任历艰辛。有缘则随，无缘不履。当百济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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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阿道于新罗“逢时指法”

（实为十五）王枕流王即位九（应为“元”）年九月，从晋乃

来。王出郊迎之，邀致宫中敬奉供养，禀受其说。上好下化，

大弘佛事，共赞奉行，如置邮而传命。二年春创寺于汉山，度

僧十人。尊法师故也。由是百济次高丽而兴佛教焉。

是以上三种记载的共同点是：都认可枕流王即位之年（

百济接受并弘扬佛教之始。摩罗难陀到达百济后，受到了国王的

隆重接待，迎于郊外，供养宫中，并且禀受其说教。国王的行动，

像一道无声的诏令，迅速传遍四方，以至于举国风从，大弘佛事。

并于次年为之建寺度僧，佛教于是在百济扎下根来。

不避险阻艰辛，东晋不过是他

传统的说法是，百济佛教传自于中国东晋。但据《海东高僧

传》沿引古记对摩罗难陀的介绍，这种说法只反映了事物的表面，

未反映出其本质。首先，摩罗难陀是一位“胡僧”，他一生以“约

志游方说法”为务，“不滞一隅”，

漫长的游方道路中的一站；其次，他从东晋横渡东海之沧波，随

身并无所带，在百济所传之法不过是原在印度或其它西域国家中

修成的“神异感通”之类，并非是揉合了玄风儒味的中国佛教，所

以，实际上是他将印度佛教经由东晋而传于百济。当然，这只是

就“始传”而言，并非泛论整个百济沸教。

佛教传入新罗的时间，韩国典籍所载各异，有时异中有同，同

中有异，颇费识辨。综合《三国史记》、《海东高僧传》、《三国遗

事》所载，大体有下列四说：

新罗本第一种是讷祗王、毗处王时代始传说。《三国史记

纪》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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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至公元

未有过于

初讷祗王时，沙门黑胡子自高句丽至一善郡，郡人毛礼

于家中作室安置。於时，梁遣使踢衣著香物，群臣不知其香

名与其所用，遣人赍香遍问，黑胡子见之，称其名目曰：此

焚之则香气芬馥，所以达诚于神圣。所谓神圣，

“三宝”，一曰佛陀，二曰达摩（即“法”），三曰僧伽。若烧

此发愿，则必有灵应。时王女病革，王使胡子烧香表誓，王

女之病寻愈。王甚喜，馈赠尤厚。胡子出见毛礼，以所得物

赠之，因语曰：吾今有所归，请辞。俄而不知所归。至毗处

王时，有阿道（一名我道）和尚，与侍者三人，亦来毛礼家，

仪表似黑胡子，住数年，无病而死，其侍者三人留住，讲读

经律，往往有信奉者。

至讷祗王在位时间为公元

干）在位时间为公元

传入新罗的时间约在

读

代始传说。在此其间共有两次传教活动，一是黑胡子关于“三

宝”的宣传和为公主疗疾，二是阿道和尚及其侍者三人的“讲

经律”。从“仪表似黑胡子”和两者都以毛礼家为弘教据点等词语

看，《三国史记》显然认为“黑胡子”与“阿道”同为一人。实际

上“黑胡子”只是一个绰号，并非一个法号；而“阿道”在韩国

方言中，意思是“剃去头发的人”，也不是一个法号

名可能只是反映了同一个人两个方面的特征。这样

在讷祗王之末年，第二次弘法当在毗处王即位的前期。前后相去

二十余年，相当于一个人由中年向老年的过渡时期，因为只有这

样，时间间隔才短一些，仪表的变化才相差不大。于是，我们可

以将新罗传入佛教的时间进一步精确到公元

年以前。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姑且将此说法称为讷祗王、毗处

至

至

年，毗处王（即照知麻立

年。可见，《三国史记》主张佛教

年之间，即持讷祗王、毗处王时

所以，此二

首次弘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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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年（

奉使高

道

年，上距新罗讷祗王时代始传说。又南朝梁政权建立于公元

王卒年尚有半个世纪，故所谓梁使应为宋使。

第二种是原宗王（即法兴王）时代始传说。这一说主要出自

《海东高僧传》沿引的“古记”，其文略云：阿道以梁大通元年

曩者高丽僧正方来我国，君臣怪为不祥，议而杀之；

）三月十一日至一善郡，“左执金环锡杖，右擎玉钵应器，身

著露衲，口诵花诠”，初到信士毛礼家，于时“天地震动”。毛礼

见而敬曰：

又有灭垢玭从彼复来，杀戮如前。汝尚何求而来耶？宜速入门，莫

令邻人得见。”于是引入密室，供修不怠。阿道后辨吴使献于原宗

王之五香。阿道至新罗时既已是梁代，献香于原宗王之吴使亦应

为梁使。梁、吴同立国于江南，指梁为吴，当是一种“历史的惯

性”。

第三种说法出自《海东高僧传》所引高相得的《诗史》。其文

云，梁氏所遣使者为元表，送沈檀及经像，新罗王不知其所用，咨

于四野，阿道于是逢时指法。这里所指的显然是与“古记”所载

同为一事，只是对使者姓氏及所携物作了补充而已。

第四种说法出自《海东高僧传》和《三国遗事》。此说根据朴

寅亮《殊异传》，认为新罗佛教始传当在味邹王时代，此传叙阿道

人，正始年间（之父崛摩本曹魏（

岁出家， 岁复

句丽，与此国女高道宁私通后还国，高道宁因而生其子阿道。阿

岁归魏省父崛摩，并且投玄彰和尚就业。

归高句丽，因“此国机缘未熟，难行佛法”，而“新罗今虽无声教，

尔后三千余月有护法明王御宇，大兴佛事”，于是依母嘱自高句丽

至于新罗，寓王阙西里（后之庄严寺）。这一年是新罗味邹王即位

。阿道“诣阙请行教法，世人以佛法为前所未见

为嫌，欲杀阿道。阿道遂隐于续村（一善县）毛礼家，三年后治

愈成国公主之病，王许其请，于天镜林创佛寺。七年后始有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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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出家，依受佛法。 礼之妹史侍，亦投依为尼，并于三川岐创立

永兴寺。味邹王死后，嗣王（即儒礼尼师今）不敬浮屠，欲将废

之。阿道再次退隐于续村。新罗佛教于是乍兴又灭。《朝鲜通史》

定佛教始传朝鲜（韩国）的时间为公元三世纪左右，即持味邹王

时代始传这一说。

。此时期，在译经方面，吴有支谦、康

以上四说，又可归为三说，即味邹王时代始传说、讷祗王毗

处王时代始传说和原宗王时代始传说。如前所述，韩国佛教传自

于中国，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中国佛教传播半岛三国，有

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中国佛教的发展形势，二是朝鲜半岛三

国的地理位置及由此而决定的各自同中国的不同程度的密切关

系，三是三国本身各自社会发展的水平。就中国佛教发展的形势

看，东汉属初传阶段，仅在宫廷流行，不过是附属于黄老之学而

被视为方术之一种。主要译经者北有安世高①，南有支类迦谶，此

外尚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康巨等人；中国人参与翻

译者有孟福、张莲、严佛调等。魏、蜀、吴三国时期，佛教才开

始流向民间，但信仰者还不多，出家为僧者则只有朱士行一人

（出家时间：魏甘露五年）

僧会，魏有昙摩柯罗，译经还处于初期阶段。至此，中国佛教尚

未有更多的积累，还处于自身成长阶段，向外发展的形势是不成

熟的。因此，阿道归魏省父崛摩、习法于玄彰和尚并传于新罗之

说，实不能成立。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点，金富轼在编撰韩国第一

部正史《三国史记》时，才舍弃“古记”的传说。又三国之中，高

句丽居半岛之北，直接与中国为邻，百济居半岛南部之西，隔黄

海与中国遥望，新罗居半岛南部之东南，与中国通必先经高句丽

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第

一说东汉之严佛调为中国第一个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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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法时，阿道已有 岁，加上至高句丽前的年令，实不下

或百济，以此而论，佛教先传新罗百余年然后及于其他二国也与

情理不合。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高句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百

济次之，而新罗最后。即使这样，连阿道之母高道宁都认为高句

丽“此国机缘未熟，难行佛法”，那么，“于时鸡林未有文物礼

教”，连国号都未定，怎么反而率先假阿道而请奉佛教呢？但凡接

受一种新文化，必然受到其本身固有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由此而决

定的思想文化水平的制约。一般地说，也不会有落后者接受于前，

先进者接受于后的可能。西域先于中国接受印度佛教，原因是多

方面的，一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二是民族心理的因素，三是

政治上统属于贵霜王朝的因素，因此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在我们

的一般论述的范围之内。基于以上分析，中国佛教在晋末大元间，

无论南部或北部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且传入高句丽和百济。此

后百年左右再经由高句丽或直接由中国传入新罗，这既是事实，又

合乎情理。正因为如此，韩国早期的主要典籍都确认了这点。关

于原宗王时代始传一说，应具体分析对待。若以此时才始传，至

次年（原宗王十五年）而有异次顿殉教大兴佛法，那么实际上是

始传即大兴，中间缺少一个渐进的过程，难以令人信服。但元表

（非开元天宝间入唐的高句丽人元表）送经像、沈檀，阿道逢时指

法一事则不能简单地持否定态度。异次顿殉教、原宗兴法应当有

一个新的“契机”，或者说起因，这样，元表的到来应是一种“外

因”。阿道自讷祗王末年到新罗，至此时已有 余年，以一般人

弱冠出家弘法而论，其时年尚不满百岁，经过长期打基础之后，这

时再“逢时指法”，这应是一种“内因”。外因与内因的结合，终

于构成了新罗佛教大发展的契机。

论者或指高句丽之阿道与新罗之阿道为同一人，这似不符合

事实。设若真为一人，则仅以高句丽始传佛教之年起算，至原宗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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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大寿之人实属罕见。如上所述，“阿道”一语在韩国方言中，

其意为“没有头发的人”，是对僧人们的泛称，并非一个法号。于

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三国佛教初传，民质朴野，不以传教者

之法号为称，而指其外貌特点相呼，统称僧人为“阿道”。这样，

前后二“阿道”实际上是异人而同“名”，而不是一人历数朝。了

解这一点，对于分析确定三国佛教的肇始具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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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四至十四世纪间韩僧的

人华求法请益活动

第一节　　　　求法请益活动兴起的原因

佛教自中国传入韩国之后，逐渐引起韩国僧俗的关注，进而

有人入华求法请益，遂至后来形成一项持久的活动。如果将此活

动作一分期，那末，自公元四世纪初至六世纪末，即相当于中国

东晋至南朝陈亡以前，是为求法请益活动的兴起阶段。此后至唐

终，相当于朝鲜半岛三国后期和统一新罗时期，是为求法请益活

动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兴盛时期。五代以后至北宋中叶，即朝鲜

半岛后三国形成前后至高丽王朝的头百年，求法请益活动处于低

潮；北宋后半叶及整个南宋一代，则完全处于停止状态。迨至元

代，此一活动始又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古代韩国僧人的入华求法

请益，作为一项时间持久、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活动，它的兴

起与发展，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原因。

古代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率先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先进

的政治、经济、文化向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近邻各国学习、仿效

的榜样。如前所述，韩国是中国东北部的近邻，非但在政治制度、

典章文物、风谷习惯上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连文字也是相

同的（即通用汉文）。正因为如此，唐玄宗曾这样说过：“新罗君

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 他在一首诗中亦表述过类似的

页。①《新唐书》卷 ，新罗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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